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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 世纪 2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领导安源工人在革命实践中进行了各方面的建设，特别是模仿苏

维埃制度模式，建立了十代表、百代表、总代表三级建构的工人代表会议制度，使安源工人在党早期领导革命

斗争的局部范围内，实现了工人“做人”的资格和“作主”的地位，为安源工运在革命低潮中“硕果仅存”提

供了政治保障。中共早期在安源工运时期建立的工人代表会议制度，为党探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重要经验，

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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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

性课题。为解决这一历史性课题，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探索。”[1]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决定

要走俄国道路，建立苏维埃制度（“苏维埃”在俄语中是“代表会议”的意思）。党的一大明确指

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2]，把苏维埃制度写进了党的政治纲领，并作为政治斗争的目标。

党在早期领导的工人运动中，便开始将苏俄的代表会议制度融入工人斗争中。1922 年 9 月，闻名全

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后，安源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模仿苏维埃制度模式，在工人俱乐部

内建立了十代表、百代表、总代表三级建构的工人代表会议制度，使俱乐部有“苏维埃的雏形”[3]899

之称。安源工人代表会议制度的建立，在局部范围内实现了工人当家作主，保障了工人的权益，为

安源工运在全国独树一帜提供了制度保障，是党早期探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初步实践。

一、安源工人代表会议制度产生的历史条件

政治制度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它的产生、发展与历史的环境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安

源工人代表会议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提供了制度建立和执行的主体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要实现党的一大确立的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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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发动最英勇的工人阶级，使之成为政治制度建立和执行的主体力量。党的一大结束不久，党

代表、中共湖南党组织的负责人毛泽东便来到江西安源路矿，在产业工人集中区寻找党的阶级力

量和阶级依靠。

安源路矿位于湘赣边界的萍乡县安源镇，近代以煤炭开采而闻名。1898 年 3 月，清政府铁路

督办大臣盛宣怀在此创办萍乡煤矿，因整个矿区以安源为中心，又称安源煤矿。为解决煤炭运输

问题，次年盛宣怀奏请清政府开始动工修建株萍铁路。在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做工的工人统称为“安

源工人”。在党成立前夕，安源工人约有 13,000 余人，遇上大开工时约有 17,000 余人。安源工人

是近代产业工人的典型代表，具有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他们“不畏生死，重侠好义，极

能服从，又以万余工友，团聚一处，声息相通，故团结力亦十分充足”。同时，他们深处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工作既如是之苦，压迫既如是之重，待遇既如是之虐，剥削既如是之深”[3]116，

如矿上死一名矿工，工头只给补偿 16 元的抚恤金，而当时市场上一匹马还值 60 元，实为“奴隶

牛马之不如”[3]116。因此，1921 年 12 月毛泽东派李立三去安源工作时指出：“安源工人众多，受

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3]907 毛泽东选定安源作为中

共湘区委两个重点的工运区域之一，数量庞大的安源工人就成为安源工运期间进行一切革命实践

活动的主要力量，成为安源建立和执行工人代表会议制度的主体力量。

（二）安源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制度建立和执行的政治保障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

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4] 因此，中国共产党

建立初期，党的一项极端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就是要迅速在各地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发展党

员尤其是发展工人党员。党的一大会议提出了“党员极少必须增加”[5]21 的工作意见。1921 年 11 月，

中共中央局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至迟在党的二大前党员同志应发展到 30 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

因此，已成立党组织的地区纷纷加快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的步伐。1921 年 12 月，经

过工人夜校一段时间的教育和洗礼，李立三将一些先进的安源工人凝聚到党的周围。1922 年 2 月，

建立了中共安源支部，李立三担任支部书记。在党组织的领导下，1922 年 5 月 1 日，安源路矿工

人俱乐部正式成立，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全体工人组织起来。

中共安源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产业工人中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支部的诞生，是马克思

主义同安源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典范。1923 年春，由于党员人数的增加，中共安源支部改为“中共

安源地方委员会”，简称“中共安源地委”。从此，安源工人运动有了自己的领导核心，为安源

工人在局部范围内实行代表会议制度、使工人享有一定的“做人”权利提供了组织保障。

（三）工人阶级自主创办的经济事业提供了制度建立和执行的物质基础

经济基础是制度建立的基石。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建立发展，便是工人代表会议制度

存在的物质基础。当时为壮大组织力量，安源党组织决定以“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买便宜货”[3]117 的

积极举措，吸引更多工人加入俱乐部。1922 年 7 月，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经济组织——安源路矿工

人消费合作社成立。工人在消费合作社能买到更廉价的货物，得实惠日增，于是工人俱乐部“借

此小规模之组织，竭力宣传，卒得此地大多数人的信仰”[3]1167。1923 年 2 月，工人消费合作社改

组和扩充后，又以发行股票、纸币等方式，使工人获得额外红利，减轻了矿局在银钱兑换上的剥削，

使工人第一次切实感受到加入工人俱乐部能够享有平等的经济权益。这种在局部施行的集体所有

制的经济形式，为安源工人探索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代表会议制度提供了经济基础，是中国工

人阶级探索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的较早尝试。

（四）安源工人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制度建立和执行的文化土壤

代表工人利益、体现工人意志的工人代表会议制度是一种先进的社会意识，这种社会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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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有着先进的文化基础作支撑。毛泽东开辟安源工人运动是从教育着手的，启发工人寻求阶级

解放、当家作主的先进意识。安源工人基本上没有接受过教育，文盲占了大多数，根据这一状况，

毛泽东、李立三创办了工人子弟学校、工人补习学校，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灌输社会主义思想。

补习学校每周对工人有政治报告、通俗讲演及化装讲演、工人辩论会、研究会等，共产主义即在

这些机会中，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 [3]1369。经过思想教育，“引论到他们生活困苦之根源及现社会

之罪恶，以唤醒其阶级觉悟”[3]334。这种对工人进行民主理念、制度、文化的阶级教育，对于训练

工人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工作、参与民主管理事务的能力，起了重要作用。

二、安源工人代表会议制度的运行机理

中国工人的权力如何使用？权利如何保障？毛泽东曾希望中国劳工团体在组织上“由代表会

议产生相当名额之委员赋予全权组织委员会执行会务。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太多、

分部太繁、权力太分也要不得”[5]49，阐明了要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建设工人团体的要求。安源工人

大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随后，党组织效仿苏维埃政

治制度，大胆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探索，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中建立了以十代表、百代表、

总代表为三级体系建构的工人代表会议制度，使工人权力得到体现，权益得到保障。

（一）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组织概况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有“半政权机关”[3]900 之称，它以苏俄为模型，“采取苏维埃俄国的成

例”[3]141，建立了十代表、百代表、总代表自下而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其由各级代表会议选举产生

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由每个十人团选举十代表一人，从每 10 个十人团中选举百代表一人，从每

个工作处中选举总代表一人，总代表、百代表由各该处十代表选举。

工人俱乐部的最高决议机关是由各处总代表组织的最高代表会。俱乐部中的各种较大事项，

必须经最高代表会通过。最高代表会每月 1 日及 16 日开一次会，遇有要事召集临时会议。会议由

各总代表互推选 1 名书记、开会时为主席。

由各百代表组织百代表会议，为俱乐部的复决机关，每月 1 日开一次会，报告俱乐部一个月

以来的工作或议决最高代表会提交的复决案件。

全体十代表会议原定每月开会一次，但因有 1300 余名代表，俱乐部没有这么大的会场，所以

改为每月轮流在各工作处开一次会。

俱乐部的办事系统，则由全体百代表会议选举主任 4 人（总主任、窿外主任、窿内主任、路

局主任各 1 人）组织主任团，总理俱乐部一切事务。经最高代表会通过，在各级代表会议闭会期间，

主任团为俱乐部最高机关。由主任委任股长，由各股股长及主任团组织干事会，为俱乐部的办事

机关。后因实际需要，经最高代表会议通过又设立了经济委员会和裁判委员会，由最高代表会直

接管辖。在党成立初期，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这种以代表会议制度来规范运行的组织，邓中夏评

价其“可说是议会制与苏维埃制的混合组织”，“当时该矿全体工人，是已经完全组织在一个严

密系统之下”[6]。

大罢工胜利后，工人俱乐部在每年 8月间进行一次改选。1923年 8月，俱乐部进行第一次改组。

因“过去的一年中，事业的发展，经济的扩充，部员的进步，乃至各种经验的昭示，已经使我们

深感俱乐部现时的组织有改进的必要”[3]141，同时，也为了与苏维埃的民主制度更为相近，便拟定

了一个更加进步的组织办法。这个新的组织法侧重各代表大会和委员会职责的调整，规定以全体

十代表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相当于苏俄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总代表会议和百代表会议为立法、

第一届（1922 年 10 月至 1923 年 8 月，1922 年 10 月以前是初创期），第二届（1923 年 8 月至 1924 年 8 月），第三届（1924
年 8 月至 1925 年 8 月），1925 年 8 月选出第四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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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及管理的最高机关，相当于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总代表会议和百代表会议选举产

生执行委员会，代替原来的干事会，相当于苏俄的人民委员会（即后来的部长会议），执行委员

会设正副委员长共 4 人，教育、宣传、交际、财政、裁判、纠察、互济、出版、游艺、庶务等专

任委员 10 人，分别代替原来的正副主任和各股股长；以 10 名专任委员为委员长，组织 10 个专任

委员会 ，相当于苏俄的人民委员部（即政府各部）。

1924 年 8 月，俱乐部第二次改组时进行了再次改进完善，不再以十人团为基本单位，改以

工作处为基本单位，各工作处选举一位总代表组织总代表会议，在十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为俱乐

部最高机关。出席会议的总代表的表决权以工作处为单位，此前设立的百代表会议正式取消。一

些委员会或职能合并或取消，如独设经济审查委员会“完全为审察经济之机关，无支配经济之权

力”[3]306。

（二）十代表、百代表、总代表的产生和撤免

工人代表分为十代表、百代表、总代表三级，代表的产生和任职充分体现了党早期对人民民

主的探索。

1. 代表产生的程序和方法

代表资格通过直接民主选举从工人、俱乐部部员中产生，总代表 40 余人，百代表 130 余人，

十代表 1300 余人，代表 13,000 余工人群众组成最高权力机关最高代表会议（即十代表大会），行

使管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中一切事务的权力。

2. 代表的任职时限

第一，最高会议的代表是义务职务，任期一年，每三个月召开一次全体十代表大会；第二，

工人俱乐部各部的下级代表或职员，有不信任上级代表或职员时，提交总代表会议去判决，但在

没有判决前，仍须绝对服从上级；第三，各主任、代表、股长及干事的职务，可以负责委托他人代理，

但各主任如果长期离职，必须通知总代表会议，而各代表、股长及干事长期离职时，必须通知主任团。

3. 代表的选举办法

第一，十代表由每个十人团选举产生；百代表由各工作处的 10 个十代表选举产生（被选者只

限于所组的 10 个十人团里的部员或代表 )；总代表由各工作处的十代表选举产生；各主任由百代

表选举产生。

第二，各十代表若有不称职的，就由所选的十人团撤回代表资格，或者由全体十代表大会决

定取消资格，然后再通知所选出的十人团另选。

第三，总代表若有不称职的，就由该工作处 3/4 的十代表或部员决定撤回资格，或者由全体总

代表会议决定取消资格，再通知该工作处另选。

第四，俱乐部每年改选各级代表及执行委员会的主任和委员，以及工作处干事会的各干事时，

都由总代表会议决定。

第五，若代表选举发生纠纷时，由总代表会议为选举代表做终审判决；若主任选举发生纠纷时，

则由全体十代表大会组织审查选举委员会做最终判决。

（三）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的权力

安源工人代表会议制度中的最高代表会议经历了从开始的“总代表会议”到“全体十代表大会”

的转变，职权没有变化，最高代表会议是“俱乐部立法、行政及管理的最高机关”[3]142。其具体职权有：

十个专任委员会分别为：互济委员会（负责劳动介绍、故工抚恤、劳资人事等）；交际委员会（负责内外联络交往等）；

庶务委员会（负责器物的购买、保管等）；宣传委员会（负责宣传等）；纠察委员会（负责工人武装、秩序维护等）；财政委员会（负

责财务、保管等）；游艺委员会（负责文艺、体育、演讲等）；教育委员会（负责教育、书报等）；裁判委员会（负责工人矛盾

纠纷的调解处罚等）；经济审查委员会（负责对经济审查、监督等）。参见：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安源路

矿工人运动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148.



张丹：20世纪 20年代初安源工人代表会议制度的历史探索及经验启示

· 43 ·

1. 建立、修改章程的设置权

根据《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最高代表会有权“修改本部之总章

和规定本部重大之方针计划”[3]395。一是有权制定、完善和修改总制度规则。根据这一权力，最高

代表会议于 1923 年和 1924 年分别制定、完善和实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安源路矿工

人俱乐部办事细则》。1924 年通过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由 28 条增加到 63 条。二是有

权制定和修改俱乐部事关教育、经济等重大事项、方针的计划。如 1923 年 1 月“教育股提出适合

工人的需求，经济能力范围内的扩充教育事业计划，经俱乐部最高代表会之通过”[3]173。

2. 重要人事的任免权

根据 1923 年 8 月通过的俱乐部总章规定，最高代表会有权“通过干事会聘请或委任之各股股

长及委员”[3]205，可以任免工人俱乐部包括主任团的主任、执行委员会（即干事会）、各专任委员

会（即各股）的委员长和委员。在最高代表会议期间，选举最高代表会议的书记，以及正副主席

各一人，主持会议。在 1924 年 8 月俱乐部的换届中，最高代表会“推举李涤生为最高代表会议书记，

胡德成为后补”[3]311，任命陈伟铎、蔡增准、李求实、毛泽民、贺昌等为干事会各股的股长，推举

第三届经济委员会委员、第三届裁判委员会委员等。最高代表会议除了有任命资格，也有权撤免

人事，可以“纠弹本部各股股长及委员之不称职者提交干事会惩戒或撤换之”，或者“纠弹本部

干事之不称职者 , 若认为必要时须召集百代表直接投票决定之”[3]205。

3. 重大事项的决定权

最高代表会议的重大事项决定权主要体现在“议决本部进行方针及干事会交议案件”，“以

全体代表过半数之出席，出席代表过半数之通过为有效”[3]206。一是决定俱乐部各组织机构设立撤

并，如设立劳动介绍所、组织经济委员会、恢复纠察团等；二是决定俱乐部内部的整顿事务，如

俱乐部职员是否办事公正、手续合规，剥夺犯事的俱乐部部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三是决定

事关俱乐部部员的生计事项，如工友入部的会费、红钱的分法、财经制度的管理等；四是决定向

上级和全国性工团（如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等）缴纳常月费或捐款等对外事宜。

同时，最高代表会可以决定对违反俱乐部规章的部员或代表的处罚，例如：规定对不遵本部

章程及议决案或放弃职责的各级代表，“一二次小事则由最高代表会揭示于俱乐部以示薄惩，三

次取消代表，大事除名，最大事送法庭惩办”；对于无理取闹的部员，“一二次小事由主任面责，

三次由最高代表会开会时公责，大事由最高代表会议决除名，最大事送法庭惩办”[3]150；对于参与

打架、赌博、拉帮结派等活动的部员进行处罚，总代表从严处罚等。

4. 监督权

最高代表会议的监督权体现在“审查总代表会之各种重要议决”及“审查执行委员会报告之

决算案；及提交之预算案”[3]395。总代表会是全体十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向全体十

代表负责，有权批准执行委员会提交的各种议案，监督各执行委员会及执行委员的工作，对执行

委员会发布的命令，认为有不妥的，可以停止命令。同时，负责审查执行委员会每月报告的决算

案及预算案，特别是设立经济委员会审查部“每月须调取会计股，庶务股，教育股，消费合作社

之账簿审查一次”[3]158。通过这种有效的经济监督，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查处了合作社服务股陈梅

生的第一贪腐案，由此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先河。

（四）安源工人代表会议制度的运行原则

安源工人俱乐部建立的工人代表会议制度，是党早期效仿苏俄探索无产阶级专政下建立政治

制度的初步尝试，体现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党的领导与工人能够作主等制度原则。

1. 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没有统一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7]。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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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革命和政治建设必须要有集中统一的领导，有民主下的权威，否则就体现不了绝大多数人

的共同意志和利益。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提出在国家组织形式上“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8]。之

后，民主集中制被运用在苏俄政治制度建设中。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效仿苏俄采取民主集中制。刘少奇、李求实在《俱乐部组织概括》一文

中阐述得很清楚：“在历史上实有很多的事实告诉我们了，没有组织集中的有统系的工团，不能

与组织集中的有统系的资本阶级奋斗”，我们只有采用“民主的集权制——极严密地组织自己的

团体，才能与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厮拚，才有战胜的一日 !”[3]139 如果“事权不集中，则政出多门，

决不能应付一切”，所以工人“应将一切权力交把由自己选举来的代表所组织的最高机关——俱

乐部”[3]80。因此，对于最高代表会决定的议决案，各处的各级代表和部员都必须绝对服从。若议

决案确实有不妥之处，可推出临时代表向俱乐部陈述理由，再开最高代表会议讨论，这就有效维

护了最高代表会议的权威性。

同时，工人俱乐部的组织还采用了直接民主的形式。俱乐部的各级代表会议，以十代表大会

的代表人数最多，代表了工人最广泛的意志，因为“对于一个问题，十代表的意见，才真正是普

遍工人的意见；对于一个政策，在十代表中解说清楚，才能说是向工人全体解释清楚了”[3]304。可见，

安源工人的代表会议制度，很好地坚持了集中下的民主和民主上的集中相统一的原则。

2. 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是安源工人代表会议制度得以坚持的根本前提。无论是推选出的最高代

表会议书记朱锦棠还是李涤生，都是安源党组织的重要成员；无论是最高代表会议选出的主任团

主任、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等俱乐部历届的主要领导成员，都是共产党员，如总主任刘少奇、陆沉，

路局主任朱少连，窿外主任陈潭秋以及担任过窿内主任的余江涛、朱锦棠等。担任过各股股长或

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也是早期重要的共产党人，如文书股长蒋先云、李求实、贺昌等，游艺股长

萧劲光，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和交际股长谢怀德，裁判委员会委员长朱锦棠、胡德成等。此外，工

人代表中党员和团员占比也很大，“皆能为团体努力，几乎每人至少皆为一十代表”[3]231。“当选

为总代表者十九人（占全体人数之半弱），当选工厂干事及十代表者亦多”[3]257。原安源老工人吴

化之回忆，“十代表、百代表、总代表，他们大部分是党员，每个学期十代表轮流来开会，化妆

演讲、报告会、讲形势，俱乐部主任、各股股长去作报告”。由党员、团员构成的代表会议制度

的身份结构，保证了党组织对工人代表会议制度的领导，也保证了最高代表会议通过的议决案能

体现党的意志。

3. 坚持工人作主和法制管理相统一的原则

建立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目标。安源党组织始终为工人能够在

局部区域内实现当家作主而团结奋斗。工人群众享有民主权利，首先体现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上。

工人俱乐部的总章规定：“凡属本部部员，有享受本部所举办各种事业之权利”“皆有选举权、

被选举权，及根据简章撤消代表干事权”[3]394。大罢工胜利后不久，万余名安源工友争先恐后加入

俱乐部，俱乐部乘机进行改组选举。工人通过行使民主权利，选举产生了俱乐部总主任、路局主

任、窿外主任、窿内主任各 1 名，总代表 45 名，百代表 140 余名，十代表 1382 名，并委任了各

股股长 7 人，各股委员 30 多人。安源工人此前过了 20 多年非人的生活，“忽然得此出头的一日，

直似出于烈焰之中而入于清凉之世”[3]130。他们第一次从制度上享有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的主人翁地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目标在安源局部进行的最早尝试。

此外，路矿当局为解决工人之间的纠纷，设置了一个司法科，但司法科就是再次剥夺工人的

参见：《吴化之回忆》,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馆藏档案 ,  A12 类 25 目 4(9) 号 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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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机器。有了工人俱乐部后，工人就把大小纠纷问题都拉到俱乐部来办理，使俱乐部办事人员“大

部分的力量办了这些无益的纷争，反使很多重要的事不能办了”[3]98。因此，为保障工人权益，解

决因利益冲突导致的矛盾纠纷，“事实上需要一裁判机关，遂由最高代表会决定推选七人组织裁

判委员会”[3]141。1923 年 5 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了裁判委员会，其“发挥了调解和惩处

的功能作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现代司法的组织原则和工作特征，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无产阶级探索人民司法的早期探索和有益尝试”[9]。历史表明，党领导工人通过法制渠道，保

障了工人公正平等的权益。。

综上所述，安源工人代表会议制度将党的领导、工人在局部能够作主以及初步的法治建设有

机结合起来，推动着安源工人运动稳步向前。

三、安源工人代表会议制度的历史作用

安源工人代表会议制是 20 世纪 20 年代安源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创造性地进行民主建设的初

步探索，对“二七惨案”后安源工运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机制保障作用，为中共对民主政治建设的

不懈探索提供了早期参照。

（一）使工人享有“做人”的资格，赋予工人“作主”的权利

长期以来，安源工人受压迫剥削深重，生活悲惨苦难，工人申诉说“从前过的生活，简直不

是人的生活，简直是牛马奴隶的生活”[3]43。工人俱乐部通过实行代表会议制度，使工人的利益诉

求有了团体的伸张和保护，社会地位和待遇都有了提高。老工人宋新怀回忆说：“工人有了俱乐部，

腰杆子都硬了，部员在社会上也受人重视了，人们一知道他是部员，就给凳子坐，给杯茶喝，我

们工人在当时从来没有这样受人招待过。”[3]985 特别是“自民国十一年罢工胜利以后，与路矿两局

订约十三条，所得待遇既优”[3]1209。资本家不再以从前的种种手段压迫工人，如路矿当局承认俱

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不能随便开除工人，职员工头也不能殴打工人，因工受伤的工人要照顾

工作，特别是打破包工制后，路矿当局聘请工头要征得工人的同意等，“以前牛马之不如的工友们，

现在略得了一点人的意味。以前资本家的奴隶，现在才解放出来与资本家站在对等的地位了”[3]105。

安源工人实现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阶级追求，尽管只是局部的、不全面的政治权利，

但对于中国近代无产阶级来说，这无疑是政治斗争中前进的一大步。

（二）保护工人利益，维护公平正义，提高工人战斗力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通过民主选举

产生的十代表、百代表、总代表是工人利益的代言人，将工人的切身利益诉求通过各级会议做出

议决案进行实施，刘少奇说“代表可说就是工人的领袖”“组织上算有统系，能尽责任，并且还

是很努力的”[3]94。如 1922 年 11 月，最高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劳动介绍所，是负责介绍失业部员到

路矿两局工作的机构，目的就是为了预防工人的失业，“为失业者谋生活之出路”[3]195，保障了工

人的基本劳动权，亦保护了兜底的生存权；经最高代表会议通过还设立了故工抚恤会，“专为抚

恤身故工友及其家属而设”[3]199，抚恤对象为俱乐部部员中因病身故、因公致伤致死者，由各处工

作总代表、百代表负责，工友病故或因工死亡，大家照章抚恤。在当时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能够

创造性地做出此种为工人谋利益的努力已属难能可贵。安源裁判委员会成立后，工人“犯事有自

己的裁判委员会裁判，不致受腐败法庭的虐待”[3]446。裁判委员会为工人伸张正义，得到广大工人

的支持，促进了工人的团结。

工人代表会议制度也是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和战斗力的训练场。在这种制度下，通过定期或不

定期的代表会议的议决来解决工人关心、关切的问题，这种“会议是训练工人最有力的机关”，“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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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时，可从工友切身实际问题之讨论中，得来许多正 确的观念和阶级的觉悟。十代表大会，

我们承认是要算俱乐部训练工人最有力而最普遍之教育机关”[3]304。通过代表会议的讨论议决过程，

使工人受到了政治教育。同时，俱乐部规定各工作处的十代表每月轮流开一次会，工友们“在这

种会议中可以学得许多开会的规则，我们知道：开会的规则，对于我们工友，尤其是代表，是一

种最紧要的知识”[3]111-112。开会的规则，事实上是对程序和民主规则的认识，能增进工人对人民当

家作主的理解和认识，提高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准备好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持续战斗。

（三）为党早期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开了一个好局

五卅运动后，反动军阀加紧了对工人运动的反扑。1925 年 9 月 21 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被

军阀武装封闭。惨案发生后，安源工人为实现革命目标奋斗不止，回到湘赣周边地区继续革命，“革

命种子，于是遍布湘鄂各地矣”[3]598。

无论革命形势如何变化，建立苏维埃，保障工农民主权利，始终是党在领导革命过程中的主

要目标。1927 年 8 月，党的八七会议强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10]。

同月，毛泽东提出，“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11]。9 月 9 日，毛

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以安源工人为主体的第二团建立了起义中唯一的县级革命政

权——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省醴陵县分会。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后，开始探索早期

的政权建设。一时间，党领导湘鄂赣闽粤等地的工农群众发动武装起义，纷纷建立了具有苏维埃

民主政权性质的革命根据地，如 1930 年萍乡党组织在大安里相继建立起 13 个乡苏维埃政府。

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

家”，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

管理”[12]。在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各级工农兵代表

会议，不仅是立法机关也是权力机关，制定法律、法规，决定国家和地方重大事项，也有权任免

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主要责任人并监督他们的工作。可见，中华苏维埃代表制度与安源工人

代表会议制度在运行目的、代表产生方式和机构的权利职责等方面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是中国共

产党早期探索民主政权建设的延续和发展。毛泽东评价说，“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发展到这样的程度，

实在是历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13]。

四、安源工人代表会议制度对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经验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

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奋斗。”[14] 安源工运时期党领导下的

对工人代表会议制度的初步探索，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奋斗目标，践行党的初心

使命的直接体现。探寻安源工人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过程，研究党对民主政治建设的早期探索，对

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具有重要的经验启示和现实意义。 
（一）安源工人代表会议制度蕴含了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真理

党的坚强领导，始终是安源工人运动能够不断向前的核心力量。安源工人代表会议制度在执

行过程中把握了党的领导的核心原则，“百代表及主任中大部分都是党员”[15]162，“总代表一般

是党员。三个人一个党小组，七、八人为一个支部”[15]175，从而保证代表会议制度坚持正确的政

治方向。安源工人代表会议制度的革命实践，深刻揭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

真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领导国家政权机关的重要制度载体，也是党

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实现形式。”[16]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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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

国有机统一，坚定捍卫“两个确立”，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牢记“国之大者”，通过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制度优势，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

（二）安源工人代表会议制度践行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立场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心、恒心和决心。安源路矿

工人俱乐部各级代表维护工人利益，有勇有谋地与资本家开展革命斗争，为工人争取薪资待遇、

树立人格尊严、兴办教育事业等。工人利益的获得，离不开工人代表坚定“为改造社会而尽力”，

且“只知道牺牲，不知道权利，把自己心里洗刷得清清洁洁”[3]95 的阶级觉悟和实践行动。正是因

为工人代表会议制度牢固树立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才涌现了黄静源、刘昌炎、

邓贞谦等一大批誓死保卫安源革命胜利果实的英烈，他们用生命践行着代表、实现和维护工人群

众根本利益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

优越性，关键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17] 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自觉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确保国家一切

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地位更加具体地、现实地、有效地得到落实。

（三）安源工人代表会议制度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苏维埃政权在组织建设上的根本原则，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从一开始就以苏俄

为模型，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进行机构设置。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各级代表及会议，

对俱乐部工友负责，受工友监督。当时的经济审查委员会、裁判委员会和各执行委员会都由最高

代表会议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各级代表会议在党的领导下，将俱乐部工友的意愿集中成

为俱乐部的意志，各执行委员会执行代表会议形成的工友意志，并使这些意志得到有效执行和贯

彻落实。历史表明，没有民主集中，工人的利益诉求就无法表达和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

主集中制是我国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是我国国家制度的突出特点。”[18] 新时代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一是要坚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

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各级人大代表、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

二是要在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国家机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保证各项事业统一

高效有组织地推进。

（四）安源工人代表会议制度积累了坚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经验

安源工人代表会议制度建立和执行之时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国内没有任何经验可以

借鉴，党中央也没有具体明确的方针政策进行指导，只有借鉴苏俄的经验，在实践中摸索，不断

改进完善。1924 年 8 月，陆沉在俱乐部第二次换届时就指出，“俱乐部从过去两年的经验和教训

中，觉着以前的组织有许多缺点，所以于第二届代表和干事改选时，由十代表大会决定一新的组织，

将俱乐部重新改组”[3]302。对于不合理的制度设置，就及时撤销，例如：介于十代表大会和总代表

大会的百代表会议“事实上去之既无妨碍，存之反而紊乱组织，故将此种会议取消”[3]304。虽然新

的组织也不一定是完美的组织，但“这确是达到俱乐部将来完美的组织的路程中的一段”[3]302。事

实表明，与时俱进对政治制度进行完善、改进，是政治制度永葆生机活力的基本经验。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19] 新时代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要与

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和法律实施工作，

不断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不断加强同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总结、继承、完善、提高

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推动人大工作再上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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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lor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Worker Representative Conference 
System in Anyuan in the Early 1920s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20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yuan workers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the revolution 

practice in all aspects. Particularly with the Soviet system model, they established a three-tiered worker representative conference system of tens, hundreds, 

and the general representatives, which enabled them to have the qualifi cations to "be human" and the position of "being the master" within the local range 

of early party leadership in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providing political security for the Anyuan labor movement to achieve "outstanding results" during 

the low tide of revolution. Thus, the worker representative conference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early CCP in the Anyuan labor movement period provides 

important experience for the Party to explore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and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adhering to and improving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Soviet system model; Anyuan Road Miners' Club; workers representative conference system;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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